
公共空间（领域）作为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

域的中间地带，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，将私人

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加以解决的场所。哈贝马

斯在考察公共领域时，提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隐

忧，认为现在公共领域正日益遭受市场体系与官僚

体制的侵蚀，公共领域的交往沟通、舆论监督等功

能被压抑或消解了。他所担心的是私域被公域侵

占、殖民化的可能，如同奥威尔所描绘的反面乌托

邦的世界。而现在一种相反的可能性正在我们眼

前显现，即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境遇下公共空

间的殖民化，公域被私人问题所侵占。

一、公共空间私化的困境

鲍曼以空间作为重要概念对流动性、个体化、

矛盾性等核心范畴进行考察，并深入研究社会空

间、道德空间、空间与政治等问题。在勾勒流动的

现代性图景时，鲍曼注意到公共空间现在正面临着

私化、被个体所殖民的风险。

鲍曼首先从古希腊的Agora开始对公共空间的

考察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希腊

的Oikos（家庭）和Ecclesia（政治场所）的区分，有关

城邦成员的事务在政治场所予以解决。在Oikos和

Ecclesia之间还设置了一个中介区域，用以确保两者

之间通畅的交往[1]77，这第三个领域就是Agora，即鲍

曼所说的公共空间。可以看出，鲍曼对公共空间的

界定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相同的，将其视为一

个公民之间对话、合作的场所。公共空间是私人问

题转化成为公共议题的纽带，生活政治与真正的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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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相遇的场所，公民就私人问题、焦虑在公共空间

内与公众进行对话、协商，寻求集体解决之途径。

然而现在公共空间已被抛弃，填满公共空间的不再

是公众议题，而是私人问题的公共化。“非个人”的

问题从公共议程中被撵走，现在被看作公共问题的

是公众人物的私人问题。鲍曼对此提出了他的担

忧：“这样一种倾向—公域正在被以前划归为不适

合于公开表达的私人问题的殖民化的倾向—看来

正在形成。”[2]61

公共空间再也无法充当私人困难与公众问题

对话的中介领域，一方面，公共问题降格为对公众

人物私人问题的关注，关于公共正义、良好社会、乌

托邦的设想已经失去市场，公共性已然退却；另一

方面，私人困境却无法转化为公共问题。公共空间

正在被私人秘密和隐私所侵占，成为投射私人焦虑

的巨大屏幕，公共议题成为私人焦虑和麻烦的聚

集。电视上各种示私人困境的脱口秀成为公共论

坛的替代品，公众生活的艺术变为私人事务在公众

场所的展示以及私情感在公众面前的表白，而不能

简化的“公众问题”变得几乎无法理解[3]50。

（一）个体传记式解决方案取代了公共决策

公共空间内堆积着大量的私人问题，无法将私

人的委屈和不平重新锻造为一个政治问题，并转化

成寻求根本解决的政治权力。私人问题的积累并

不会产生公共事业，个人必须独自承受他们的恐惧

和焦虑，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私化和殖民化

的公共空间再也无力将私人困厄转化成公共议题，

无力采用真正的政治来解决根本性问题，个体只能

通过生活政治、个人传记式的方法来解决系统矛

盾，无法重新获得公共决策能力。

对此，贝克指出，“个人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用个

体的方案去解决系统矛盾。”[4]168公共事务从外部转

变成了内部，并成了私人事物，相对应地，问题解决

方式也就变得私人化了。公民蜕变成个体，独自承

担起解决问题的任务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充满着需

要一个人独自面对和对抗的风险。[2]54社会上充斥

的是这样的警示：这是你自己处境，是你自己需要

为自己的问题和过失负责，去发现自己能够做什么

是个体义不容辞的责任。现在生活政治正在逐步

取代作为集体追求的政治，社会上的男男女女采用

个体传记式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，过去由集体完

成的任务现在已经分派给个体，听任于个体的管理

和谋略。

鲍曼分析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在独自解决系统

问题时的策略，一是寻求与榜样和顾问而非领袖的

指导。领袖以“良好社会”为目标，在“私人困扰”和

“公共问题”上扮演着一个双向翻译的角色，而顾问

则相反，永远停留在一个封闭的私人领域。问题是

私人的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私人的，顾问提供的

建议适合于生活政治，他们的建议也是指导个人独

自行事，而非把力量集合起来为他们中的每一个做

什么，偶像提供的建议代表着美好个体生活的模

型[2]99。各种电视脱口秀节目、成人班课程、指南丛

书提供的都是顾问们的建议，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下

被告诫说自己的问题是由自己的错误和缺陷造成

的，理应也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得到解决。除了寻

求榜样、建议和指导来解决问题以外，个体还依赖

于消费市场来获得解决方法。我们用来撰写生活

政策的符号，源于购物的语用学[2]112。鲍曼认为正是

由于个体要独自解决系统矛盾这一情况，消费社会

才得以盛行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通过一

系列无节制的购物冲动得到解决，个体求助于由商

品化了的货物、服务和思想构成的市场。消费市场

的伪承诺和个体生活策略之间存在着一种“可选择

的亲和力”。个体从公民的身份中剥落出来，又变

成消费者依赖于市场过活。但消费是一项孤独的

行为，即使是与他人一起进行时也不会产生任何联

合或集体性，消费加速了人们合作关系的枯萎。就

消费来说，合作不仅不是必要的，也完全是多余

的[2]257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鲍曼认为个体采用消费来应

对系统矛盾的策略并非是受到设计或欺骗，而是对

当下生活困境所做出的合理反应，这种非理性的策

略蕴含着某种合理性。

（二）陌生人的相遇取代了公民的交往

在鲍曼的公共空间中，公民彼此对话、协商、合

作形成一股集体力量将私人困扰转化成公共问题，

并寻求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法。而现在公共空间内

的交往合作业已瓦解，有的只是陌生人的相遇。鲍

曼认为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、没有未来的

事情，陌生人之间保持距离，排除交流、谈判和相互

承诺的必要性。这种人际关系只有当下的相遇，并

且会迅速消失，因此个体在其中感觉并不是真正的

需要他人，自然也就不会对对话和共处产生兴趣。

“不要与陌生人说话”这一戒律意味着陌生人

是人们在生活中拒绝与他说话与交往的人，体现的

是公共空间的病变：即对话和谈判技能的枯竭和萎

缩，而代之以逃避参与的技能和避免相互承诺的技

巧。[2]171个体对交往和共处的态度是冷淡的，陌生人

采取一套“礼仪客套”的技巧，相互之间不需要交

流、共处，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程序化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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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。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是短暂易逝的，并不具备公

民针对私人问题进行谈判、沟通的可能性，陌生人

相互之间的分离和冷淡取代了公共生活中的协商，

就算待在一起他们也不可能产生任何集体性和公

共性。鲍曼分析了两类城市空间内人们之间的交

往，认为这就是公共空间内陌生人与陌生人相遇的

真实写照。一是巴黎保卫广场，广场是“傲慢、专

横、不易损伤的”[2]150，广场拒绝个人进入，不再是人

类的共同家园，人们之间变得陌生，不再交流；另一

类是各种消费广场，将公民转化成消费者，无论人

群多么拥挤，都不会产生任何集体性，充斥购物天

堂人群的是人的群集，而不是人的集体，为了聊天

和社会交往，人们是不会挤进这些购物天堂的[2]152。

公共空间基于公民的对话、交往而得以维系，

现在公共空间业已萎缩，陌生人之间当下没有明天

的相遇，他们不能为集体事业拧成一股绳。谈判技

能的萎缩都昭示着集体对话和承诺的消退，成员之

间的交往也已经私人化了。

（三）共景监狱取代了全景监狱

鲍曼借用托马森·马蒂斯提出的共景监狱，认

为由全景监狱向共景监狱的转变反映了公共空间

的不断萎缩。如果说全景监狱象征着向私人发起

的一场消耗战，从公共性中努力消除私人性，那么

共景监狱则反映了公共行为的消失，反映了私人对

公共领域的侵入、征服、占领以及一步一步持续不

断的殖民[1]62。

全景监狱中既能够看到他人又使他人看不到

自己的巧妙设计使得被监管者对监管者一无所知，

被监管者处于监管者的监督控制之中，并时刻准备

着接受监管者的评价和纠正，按照监管者所设定的

规范和程序行事，在这种情况下被监管者的隐私易

于遭到外在注视的侵犯。[5]11全景监狱不允许私人

空间，至少不会允许不透明的私人空间存在。现在

全景监狱被共景监狱所取代，是公共空间被个人隐

私所侵蚀。共景监视指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观

看，这里的少数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，通常是指社

会上的成功偶像、名流，在各种电视传媒节目反复

展示他们的高雅品位和生活方式，以诱惑众人自愿

模仿、跟随。对于观看的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些社会

名流和精英可望而不可及，高高在上，但又给众人

树立了一个效仿的榜样。公共空间内不再是公共

德性教化、不是社会化的规范管理，而是个人英雄，

成功榜样，名人们不再追求牧人的权力[1]63，而是公

开展示自己的生活以赢得赞美和模仿，是公众对私

人成功经验的模仿和学习。通过榜样来学习就是

正在观看的多数人的命运，而不再是时时刻刻接

受、评估和纠正。现在公共空间内有关规范、社会

化、公共性事务已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模范和

榜样在电视荧屏和聚光灯下的私人表演。

二、产生困境的原因

公共空间私化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？一方面

公共空间内真正的权力逃逸出来，另一方面原先感

兴趣的公民也已经退出，个人使得公共空间殖民

化。在鲍曼看来，流动的现代性下资本与政治关系

的不对称导致了政治的消退、社会的去管制化，个

体化程度的加深使得社会上的男女彼此区隔，独自

沉浸在麻烦与危险之中无法对话协商，私人焦虑占

据公共舞台。

（一）资本的流动性导致政治的消退

鲍曼根据时空关系的变化将现代性划分为沉

重的和流动的现代性，沉重的现代性是征服空间、

“越大越好”的时代，资本和劳动、土地紧紧联系在

一起，依赖于后者获利，资本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自

由。20世纪后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

的出现，对速度的追求达到极致，同时以“解除控

制”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蔓延并进而

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[15]，资本取得了

史无前例的自由，距离以及距离阻隔的地域完全失

去了意义。流动的现代性中，资本摆脱了空间的束

缚，以近似光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。摆

脱依附、承诺、枷锁的跨国资本采用“脱身”技巧、回

避策略，按照“对外地主”的模式塑造自己。流动的

速度，在今天已经成了社会分层和统治等级制度的

一个主要的或许也是至高无上的因素[2]235。鲍曼认

为政治已经变成一场在资本流动的速度和地方权

力“降低其速度”的能力之间进行的激烈的争夺战，

并且认为地方政府通常无法取胜。与资本全球化

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地方化，随着现存政治制度

不再能够减缓资本流动速度，权力正在脱离政治，

政治也由此消退。鲍曼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地

方化还是同一进程，没有政治的地方化，经济的全

球化很难实现[7]38。

经济与政治的不对称性导致了新的社会失序

和去规则化，权力的这种流动不受约束，而地方政

府业已失去了管制的能力。鲍曼提出，现在的问题

并不在于我们应该做什么，而是由谁来做的问题，

长期有效的集体行动机构正在逐渐消失。资本的

全球性与政治的地方性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导致

了公共无能感，人们越来越没有理由相信社会能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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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个体的困境，也就越来越没有动力参与、复兴公

共领域。公共无能感和正在削弱的公共领域陷入

一个恶性循环之中[8]61。

（二）个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

托克维尔认为个体是公民最坏的敌人，个体往

往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，而公民是公共领域中最关

键的参与者，个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无疑也削弱了

公共领域。

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

个体化，这种个体化是社会成员无法逃脱的命运，

具有客观的必然性。个体化并不意味着个体的自

由和自主，个体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实现自治，而是

指被社会所强加的处境，被社会所遗弃的孤单处

境，法律意义上的个体与事实意义上的个体之间的

鸿沟正在不断扩大。社会变成了“退场”或“隐匿”

的[9]85，人们再也不能指望社会的来获得拯救，撒切

尔“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”指出了社会成员的处

境。既然致力于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公共行动已

不复存在，个体自然也就丧失了关注社会或公共事

业的动力，转而集中于自身的问题和困厄当中，罗

曼在《个体的民主》一书中指出公众的利益只不过

是各种自私自利拼成的大杂烩。个体的兴起意味

着公民的衰落，社会和政治越是无力和消退，个体

就越加丧失对公共领域的信心，对公共事务更加不

感兴趣，公共行动就更加不可能产生，政治和社会

也就更加不可能复兴，犹如难解的“赫尔迪戈之

结”。由那种强加的分化力量转变而来的自我驱动

的分化趋势，从而导致公民身份的失落和共同行动

的不可能性。

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逐渐减弱，而地方政

治也越来越没有能力解决系统风险和公共问题，这

两者共同导致了私人问题与公共问题无法相互转

换，公共领域被私人问题所充斥，公共性荡然无存。

三、重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

鲍曼认为，目前摆上议事日程的任务就是要通

过 Agora 夺回 Ecclesia[1]97，那么如何重建公共空间

呢？哈贝马斯提出通过“交往理性”来重建公共领

域，鲍曼提出基本收入制度和为他者负责的道德重

建两条路径。

（一）基本收入制度

鲍曼认为社会自治与社会成员的自治是交织

在一起的，因此振兴已经衰落的公共空间的关键，

首先在于实现社会成员从个体到公民身份的转变，

而基本收入是实现公民资格的前提。“基本收入”这

个概念最初是由托马斯·潘恩提出，意指独立于工

作成就与出售劳动力之外的所得，是成熟的公民权

和共和复兴的必要条件。它将公民从对风险和生

存的担忧中解放出来，降低人们的不安全感，促进

人们关注自我意识的责任感，成为公共空间的积极

参与者，使得法律意义上的个体成为实际上的个

体。基本收入制度使公民摆脱生存环境的不确定

性，这样，他们就能自由地追求作为共和公民的权

利与义务[1]173。同时，基本收入制度的确立还有利于

促进社会团结，以共享原则取代竞争原则，它使政

策从法律与秩序的实施机制，从救火队式的危机管

理，转变为公共福利与公共舞台，个体与集团之利

益在这个舞台上重新铸造为与所有公民有关的议

题。

鲍曼承认基本收入无法解决消费社会的一些

负面作用，如地球资源的匮乏以及根本上有限的这

些问题，但基本收入仍然提高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概

率，因为唯有当卸下“或者，还是不活”这一问题的

重负，价值与愿望才能成为公众所慎思且实践选择

的问题[1]176。基本收入这一思想的目标在于使公民

能自由讨论他们所喜欢的模式并实践这种模式，使

每一个小人物都能在公共空间中参与讨论。

（二）“为了他者”的道德

基本收入制度实现了公民资格的回归，重建公

共空间还需要诉诸道德的力量，即培育“为了他者”

的道德。鲍曼的为了他者的道德来源于列维纳斯

的道德思想，列维纳斯所认为的道德的开端是“对

他人的关怀——直至做出牺牲，甚至为他而死的关

怀”[10]61。鲍曼的“为了他者的”道德意味着对他者的

绝对责任，这是一种迥异于理性的内在欲求，强调

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。在鲍曼看来，为他

者而存在是一种不对称的你我关系，他者在我的存

在之前，当我与他者相遇时，这种相遇就意味着一

种先在的、无条件的、无限的道德责任。借用圣经

该隐的一句话“我是我弟弟的保护人吗？”，鲍曼回

答是的，而且恰恰因为在道德面前任何理性论证无

关，恰恰因为道德无需任何理由。鲍曼认为一个人

为他者的行为，目的不是互惠互报，而是面对他者

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非理性的道德回应，这种道德

排除了个体的孤独和冷漠，消除彼此之间的距离，

唤回公共责任意识，将个体从关注自身焦虑和困厄

的狭隘领域转向关注集体事务的公共空间。只有

当个体承担起为他者的责任，才能恢复人际关系的

属人性[11]25，进而催生由公共利益推动的公共行动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要普及为他者存在的道德进而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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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空间，首先要实现真正的个体化，即法律意义

上的个体转变成为事实意义上的个体。只有真正

的个体才能为他者负责，并为他者而存在。因此，

立足于基本收入制度恢复公民资格与为他者负责

的道德回归两者互相交织，缺一不可，只有这样才

能重建真正的公共空间。

四、结语

鲍曼通过对西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反思，对个

体命运展现深切的关切，并以个体性为基点，剖析

了个体之间的冷漠、疏离的生存状态，公共行动业

已退却，私人困厄难以转化成公共议题，公共空间

萎缩的现实状况，并从制度、道德两方面提出重构

公共空间的路径。坦诚地说，鲍曼的分析并非完美

无缺，其理论与其说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，倒不

如说是提供了一种审视问题的思维方式，不断寻觅

新的可能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公共空间也正面临着私人

化的侵蚀，一方面公共空间受限于政治力量，另一

方面资本、科技的发展导致公共空间的发展逐渐失

控，如网络空间的发展导致了“后真相时代”“众声

喧哗”。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化，社会成员尚

未形成成熟的公民意识，反而变成个体和消费者，

个体沉浸于私人焦虑中，社会团结和道德水平都受

到严重冲击，公共空间也存在萎缩、被殖民化的风

险。尽管鲍曼的公共空间重建方案可能在可行性

和现实性方面存在问题，但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结

构、关怀个体苦难提供新的理论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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